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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对于我们客观地总结过去、更好地走向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评价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标准。具体包括: 历史与道德相

统一，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重视道德尺度，反对道德决定论; 实践与本本相统一，实践标准

高于本本标准，重视本本权威，不以本本论是非; 总体与个体相结合，总体标准优先于个体标准，

重视个体感受，不为个别意见所绑架; 效果与动机相统一，效果优先于动机，重视行动预期，关键

拿效果来说话; 成绩与代价相统一，坚持利大于弊、得大于失，重视发展代价，关键以最小代价换

取最大进步; 粗细与界线相结合，不拘泥于历史碎片，重视宏大史实，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细

节决定论; 坚持评价的中国立场，重视西方智慧，反对西方中心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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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已经走过了 70年历史，正确评价新中国 70 年间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于我们客观
地总结过去、更好地走向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评价总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的，没有标准或标准混
乱，就会导致各说各话，混淆是非。现在，国内外有一些奇谈怪论，比如 “中国崩溃论” “改革失
败论”“社会倒退论”“道德滑坡论”“背离马克思文本论”“改革开放前后对立论”等，这类论调
产生的个中原因是复杂的，但评价标准缺失、错乱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评价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
观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标准。

一、历史与道德相统一，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

评价新中国历史，既要重视历史进步的尺度，也要关注道德完善的尺度，坚持历史标准与道德

标准相统一，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 重视道德尺度，反对道德决定论。

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从历史发展长过程和总的趋势而言，两种尺度是一致的; 但就历史发展

的特定阶段或特定问题来说，历史进步并不总是伴随着道德进步。评价某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依据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结论可能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由此带来所谓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

某种“二律背反”现象: 社会进步伴随着所谓的道德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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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出现 “二律背反”时，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比如，在人类历史长
河中，异化是必经的阶段，也是必须承受的道德代价。作为历史现象，异化既具有历史必然性，又
具有历史暂时性，是历史合理性与道德不合理性的统一。试图撇开异化来谈论历史，不过是一种
“浪漫主义观点”。如何评价异化? 青年马克思立足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认为异化现象是消
极的，应该从道德上加以谴责，因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了美，

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①。这一时期道德评价属于 “强评价”。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未放弃道德评价
的合理性，厉声控诉“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同时又高度
肯定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③，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伟大意义。显然，这时期
的道德评价已经降低为 “弱评价”，历史评价则上升为 “强评价”④。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尽管
极度伪善、野蛮、卑鄙，也应该充分肯定其历史进步意义，这突出地体现在下面这两个命题中: “资产
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⑤。

恩格斯扬弃了黑格尔关于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⑥ 的思想，强调 “恶”既是摧毁
旧秩序的革命力量，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体现了历史评价优先于道德评价的原则。他说，奴
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文化巨大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开始; 但完成这一更替

的手段和过程却是卑鄙的、恶劣的，因而给人的感觉是 “一种退化”，是一种 “道德高峰的堕落”。
“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

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 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
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这里，道德的不合理性与历史的合理性并存，“正是人的恶劣的
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⑦。

新中国 70年间经历的各阶段，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结果可能不尽一致。比如，改革开放新时
期，苍蝇蚊虫飞进来了，盗窃、娼妓、赌博、毒品等陈腐污浊的东西又死灰复燃，甚至有所泛滥。

还比如，改革中有大量工人下岗，有很多企业破产，有不少人沦为弱势群体。不少人因此留恋改革
开放前 30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道德风尚，怀念那时候的绝对公平，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

对改革代价满腹牢骚。如何评价这些历史现象，只能根据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的原则作出判断。

正如，单纯质朴的原始氏族社会看起来是如此美妙的制度，那里 “没有士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
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⑧。然而，留恋那
种原始的道德淳朴，是可笑的; 相信淳朴的道德力量更胜于物质利益，也是可笑的; 主张回到 “鸡
犬之声相闻”的原始状态来抵抗社会的异化，则更是可笑的。这种浪漫主义观点、感伤主义情绪在
历史进步的车轮下早已不合时宜。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历史标准与道德标准的统一论者。评价新中国历史既要关注历史的发展，

也要关注道德的发展，坚持二者的统一，以历史标准吞并道德标准是错误的，以道德评价淹没历史

评价也是错误的。同时，二者也不是完全等价的，历史标准高于道德标准，拔高道德评价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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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道德评价也是错误的。

二、实践与本本相统一，实践标准高于文本标准

评价新中国历史，既要坚持实践标准，拿事实来说话，也要重视理论 ( 本本) 的指导作用，尊

重经典的权威，坚持实践标准与文本标准相统一，实践标准高于文本标准; 重视本本权威，不以本

本论是非。
实践标准是最高标准，在历史评价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历史事实是历史评价之锚”①。新中国

70年历史究竟怎么看，关键看实践，事实胜于雄辩。这个“事实”主要就是生产力和人民利益。生
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标准是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就是应当肯定的; 反之，则是应当否定的。列宁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
“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②，是 “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③。毛泽东也指出: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
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
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④ “三个有利于”指明
了评价新中国历史的总原则。看新中国历史，看改革开放史，主要是看社会生产力是否发展了，综
合国力是否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升了。今天，新中国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交出
的成绩单，环顾全球无出其右者，这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吹嘘，而是实践给出的答案，是人民

作出的结论。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高度肯定新中国历史、改革开放史。
客观地说，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践标准在历史评价中的最高地位已无可撼动。现在的问题

是，本本可否作为历史评价的尺度，这一尺度在何种意义、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
这里所说的“本本”并不是泛指一切文本，而是专指国内外公认的 “经典文本”，即那些 “历

经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⑤，比如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 那些历经后人
最诚挚的颂扬而得以光景常新的作品，比如《实践论》《矛盾论》等。这些 “本本”往往是历史沉
淀下来的、经过长期实践反复检验过的权威文本，是在历史长河中反复淘洗后的精品，文本的权威
是实践赋予的，在实践中获得的。这些文本具有理论合理性、历史合理性以及实践合理性，正因为
如此，历史研究和历史评价中引经据典才具有合法性。

但是，本本标准在历史评价中的价值是有严格限度的，无限拔高的本本主义行不通，近似取消

本本的无用论也行不通。
本本主义者无限抬高本本，将其置于实践之上，这是片面的。本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是前人认识成果的记录，不具有无条件的真理权。本本的真理性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
同一个本本在变化了的时空条件下是否仍然具有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是一个有待实践检验的问题。评价新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是需要的，但不能拘泥于老
祖宗的具体结论、个别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多种所有制、发展民营经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都没有说过。毛泽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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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 评价新中国 70 年历史可以参照

本本，但不能以本本来框历史，再权威的文本也不能成为历史评价的最终 “裁决者”。本本的权威

再高，也高不过实践，实践评价的结果绝不迁就任何本本。本本主义者不懂得一切以时间、地点、

条件为转移的辩证法，唯书不唯实，要么迷信圣人的本本，要么迷信马列的本本，要么迷信西方的

本本，以此代替对历史事实的分析，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

本本无用论者否定本本，强调实践就是一切，这也是片面的。本本是历史积淀的智慧结晶，是

人类前进的知识阶梯，是指引实践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本本主义，而不是一味地反对本

本。任何本本都难以避免历史的局限性，这绝不能成为我们贬低本本甚至否定本本的借口，只能成

为发展本本、超越本本的理由，经过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经典文本任何时候都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是评断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重要参照。但是，同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从不同的本本出发，得

出的结论可能截然不同，这又是历史评价中的常态现象。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历史评价的

真伪问题，不是抽象争论、坐而论道可以给出答案的，只有实践才能给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只有铁

的事实才能作出最终的裁决。不同“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

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②。

三、总体与个体相统一，总体标准优先于个体标准

评价新中国历史，既要重视社会整体的评价，也要尊重每个人的个体感受。坚持总体标准与个

体标准相统一，总体标准优先于个体标准; 重视个体感受，又不为个别意见所绑架。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方面，个人之外没有

人，人首先是个体存在物。“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个人。”③ 离开了个人无所谓社会的存在，不能

以社会遮蔽个人。因而，历史评价首先是对在历史中行动的个人的评价。另一方面，社会之外也没

有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能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考察人。人之外无所谓社会的存在，社会之外无所谓人的

存在。社会上并不存在完全自足的个人，离开共同体，个人就失去了全面发展自己的条件。因而，

历史评价归根结底是通过社会总体的评价凝练社会共识。

社会进步与个人进步总体上和终极价值上是一致的，因而社会评价与个人评价总体上也是一致

的。但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个人为“类”的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承受损失或作出牺牲，也是无

法避免的，因而社会评价与个人评价出现背反现象也是存在的。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类的才能的

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

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 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④，

“类”的发展“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

取得一般人的发展”⑤，“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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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①。这一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历史评价既要重视社会之中的个人评价，也要
重视个人之上的社会评价，后者更具有根本性、优先性。

每个人对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视角，但整个社会
会自动地形成一个最大公约数，这才是历史评价的可靠指针。任何时候，社会评价与个体感受都可
能出现偏差，比如经常有人吐槽“被平均”“被就业”“被增长”等，这就说明一个近 14 亿人口的
大国，每个人的个体感受与社会总体评价完全一致是不存在的，追求一致是理想，承认偏差是现实。

我们不能只承认社会共识的合理性，完全排斥个体认知和感受的差异性; 更不能只承认个体认知感

受的正当性，完全无视社会总体的评价。
70年来，我们党作出任何一项重大决策，做到社会整体满意是底线，做到每一个人满意则是高

线。底线是原则，高线是理想。毛泽东曾说: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
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

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② 在这里，毛
泽东提到的数字是 90%，我们国家是近 14 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即使满足了 99%的人的利益诉求，

剩下 1%不满意也是 1400万人口，这个声音足以混淆视听、干扰人们的正常判断。比如，今天中国
发展方位、国际方位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
世界舞台中央，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是正确的，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全盘否定毛泽东、邓小平，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全盘否定公有制，全
盘否定民营经济等现象都存在。那么，毛泽东、邓小平究竟如何评价，改革开放究竟好不好，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究竟对不对，只能以绝大多数人的评价为准绳，尊重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不能计

较个人得失或感情用事。在社会标准与个体标准不一致的情况下，坚持社会标准优先于个体标准，

重视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和表达自由，但不为个别人的评价所左右。

当然，坚持社会标准优先于个体标准，不等于可以忽视个体的感受。个人之外没有人，个人的
事再小也是大事，这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所要求的。今天，我们强调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公平
正义的底线，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都是基于这一考虑。

四、动机与效果相统一，效果优先于动机

评价新中国 7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既要看初心和动机，也要看结局和效果，坚持效
果与动机相统一，效果优先于动机; 重视行动预期，关键拿效果来说话。

历史人物是有动机的，没有动机的历史人物是不存在的。恩格斯说: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
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
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每一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目的和愿望，“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
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
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 ‘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
想”③。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 “作家”为例，深刻阐述了动机与效果的辩
证关系。他指出: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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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他的行为 ( 主要是作品) 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
的标准。”① 其实，检验一个政治人物乃至一切历史人物的标准，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人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动机与效果完美统一是理想，偏差是事实。马克思曾

指出，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也即是说，“行动的目的是预期

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甚至 “完全不是所预期的结果”②。毛泽东也强调: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

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

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③ 这就告诉我们，历史评价既要考察其动机，也要考察其效果，在

动机和效果之间作出权衡，纵使动机天花乱坠，预期无限美好，以实在的结果为优先。

新中国 7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绝大多数动机是好的，效果也是好的，是应当给予充分肯

定的。然而，事与愿违的历史事件也不是没有。比如，“大跃进”的动机是希望多快好省建设社会

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属于好心办了坏事，所以要被否定。邓小平曾

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

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④。结果事与愿违，所以只能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口号一

度出现，其目的是为了加快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但是违背了教育医疗事业本身的公益性质和发展

规律，因而是要否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作出的诸多重大决策究竟怎么看，经济特区好不好，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好不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好不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好不好，不能仅仅看动

机是不是好，不能看是否符合先验的标准，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本本，关键是看效果怎么样，拿事

实来说话。今天，我们说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好，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已经显现，改革开放的成绩不容抹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变了中国，事实最有说服力。

五、进步与代价相统一，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进步

评价新中国历史，既要看社会进步的一面，也要看存在的问题甚至付出的代价，成绩与代价相

统一，坚持利大于弊、得大于失的原则; 重视发展代价，关键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进步。

人类社会发展史亦是一部代价史。发展蕴涵代价，代价是发展的题中之义，没有离开代价的发

展，“发展通过付出代价并扬弃代价来为自己开辟道路”⑤。卢梭是较早论及发展代价的哲学家之一，

他把不平等的产生看作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⑥。私有制的

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始，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但人类社会从此便有了贫富对立，“平等就消

失了”，这是私有制的代价; 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泛滥，这是社会进步的代价。

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论述进步与代价相伴相生的辩证关系。“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

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⑦ 人类征服了自然，却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 工业产品极大丰富，却付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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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环境代价; 人类发明了货币，却沦为金钱的奴隶; 强国征服了异族，却湮灭了多彩的文明; 市

场经济促进了资源合理配置，人却遭受到了“物”的宰制; 物的世界无限增值，却伴随着人的世界的
贬值; 机器大生产创造了丰腴的物质世界，人自身却成了机器的零件; 科学日益昌明，人却沦为单面

人; 技术理性无底线膨胀，人类却遭受价值理性缺失的难以承受之重，“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
败坏为代价换来的”①; 等等。但是，人类完全没有必要悲观，“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
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②。没有代价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恩格斯曾以奴隶
制为例说明，不文明的奴隶制为人类文明开辟道路，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说: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
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
会主义。”③ 正是这种代价补偿机制在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更高阶段跃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进步与代价，是历史面貌呈现出来的两个方面。历史评价，必须分析事物的两面: 进步的一面
与代价的一面。这“两面”都要看到，“要讲两句话”，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同时，这“两面”不
是均衡的，有主次、有轻重，历史评价关键看代价是否可控，是否在社会可承受程度之内，是否以
最小代价创造最大价值、取得最大进步。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代价。流血牺牲就是代价，经济
建设停滞也是代价。社会主义改造有代价。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每
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
奉的秩序的叛逆”④，这一过程必然受到来自受损势力集团的疯狂抵抗，必然要与之展开殊死的阶级
斗争，必然危及社会的经济运转、政局稳定、民生福祉，这就是代价。改革开放有代价。邓小平指
出: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⑤ 邓小平多次说过此类
话，说明了他对改革开放可能付出的代价是有清醒认识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工人下岗失业潮，

腐败一度泛滥，贫富差距拉大，环境问题突出，这些就是改革的代价; 有的产业被国外控制了，各

种错误思潮涌进来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挑战前所未有，这些就是开放的代价。

今天如何看待代价呢? 关键是树立科学的发展代价观，既承认代价的不可避免性，又不放任代

价，把握代价的适度、可控原则，坚持利弊分析，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进步。当然，必然性代
价不可避免，但要避免人为性代价、不必要代价，避免代价扩大化，避免代价失控、得不偿失。新
中国成立 70年来，我们确实付出了代价，个别阶段代价还相当惨重，但从整个历史长过程来说，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铁的事实铸就的历史结论。以此来判断，

新中国 70年历史总体上是应当肯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对的，改革开放的
伟大决策是正确的，借口各种代价而否定新中国历史、改革开放历史是站不住脚的。

六、把握粗细与界线，反对细节决定论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历史可以记录，历史场景无法再现。历史具有时空上的一维性、不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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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遗漏地还原历史细节真相在主观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客观上是不现实的。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
说: “历史研究并不是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过去留存至今的痕迹的研究。”① 正确评价新中国 70 年

历史、党的历史、领袖人物的功过，必须把握粗与细的辩证法，坚持适度的原则，重视宏大史实，

不纠缠历史旧账，不拘泥历史细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细节决定论。

“宜粗不宜细”。历史是多方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评价历史关键是分清大是大非，不纠缠枝节

问题，不以碎片作结论，否则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由于学科分工细化②等多重原因，我们一

方面对某类历史细节掌握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 但另一方面却对宏大叙事的大历史观

越来越不以为然，整体历史图像越来越模糊，过分推崇挖掘边缘事件、边缘人物的历史价值，走向
“碎片化”“多元化”的解释路径，历史评价变成了“戏说”，陷入了 “没有标准、怎么都对”的历

史相对主义困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评价的 “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对此，邓小平提出

了“宜粗不宜细”的历史评价方法。比如，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历

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可以粗一点，不要搞得太细。他指出: “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

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

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他后来又

强调: “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③ 历史事实本身不会

说话，历史评价中让哪类事实说话或不让哪类事实说话，不能随心所欲、本末倒置，必须抓住大的
史实，坚持整体历史观，不搞细节决定论。

把握度不出格。“度”是事物保持自身质的边界，一旦越界，一事物就变成了他事物。评价历

史事件、历史人物，必须坚持适度原则，做到恰如其分，不踩线、不越界、不出格、不过分。邓小

平曾提出: “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

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④ 邓小平反

复强调: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

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
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

张。”⑤ 再比如，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对的，但不等于全盘否定党在这 10 年间

的一切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 “二月逆流”就是党内健康力量的一次大爆发，这不能否

定; 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我国永远不称霸的思想，这不能否定; 毛泽东领导粉碎

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四人帮”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斗争，为我们党后来顺利粉碎 “四人帮”起

了重要作用，这不能否定; 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打开中美交往大门，外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这不能否定。“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
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

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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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① 这一切都不能否定。如果否定了这一切，

我们党不费一枪一弹粉碎了 “四人帮”，国民经济在短期恢复元气，改革开放后马上进入发展黄金

期，就都无法解释了。

七、坚持评价的中国立场，反对西方中心史观

评价新中国历史，既要立足中国自身的成长，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国史观; 也要放眼世界，准确

把握自己的国际方位，但不能为西方中心史观所左右。评价新中国历史需要兼顾自我评价与他者评

价，坚持以我为主的评价原则; 重视西方智慧，反对西方中心史观。

西方中心史观是一套具有进攻性的综合知识框架，以“先进的西方”为基础，以 “理性宰制现

实”为方法，以现代西方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依托，以西方的知识体系为标准，以确

认西方海外殖民、主权干涉、政权颠覆、文化改造及模式输出的合理性为前提，对他国历史评头论

足、裁判是非。西方中心史观思维把世界分为绝对对立的两极，把西方作为 “历史理应如何发展”

的设计者、主导者、推动者、裁判者，把东方国家纳入一个共同的历史进化谱系，以西方普世话语

解构东方国家，试图参照西方的模样建构出一个新东方。这种 “西方中心史观”在今天依然有市

场，有人以此为标准强行对中国进行历史评价、话语规范甚至主权干涉，结果自然谬以千里。

西方中心史观简单地以西方的文明观和价值观来评判新中国历史，由此衍生出各种否定国史、

党史、社会主义史、改革开放史的虚无化假设。历史评价上的西方话语霸权，以西方学术的是非为

是非，将新中国历史纳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中，结果无异于取消是非。比如，关于新中国的道路选择，

“别无选择论”认为，现代化历史就是西方化的历史，“除了资本主义，他们别无选择”。以此为依

据，中国道路要么被定义为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要么被视为一条走不通的歪门邪道。再比

如，关于新中国的政治安排， “历史终结论”宣称，西式自由民主是 “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

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②，构成历史的终结。以此来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都偏离

了西方设计的政治文明轨道，注定是行不通的。还比如，关于新中国的价值观建构，“西方中心论”

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西方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西方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观。以此来评价，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远离西方代表的普世文明大道，中国的文化使命就是打开文化国门，自觉接受

西方的文化改造。然而，西方中心史观无法回答，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发展模式、制度框架和价值

体系取得了比西方更大的成功，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中国

人民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是如何发生的? 如果说中国完全是以错的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却取得了对的成果，这在逻辑上是如何推演出来的，在实践中是何以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反对西方中心史观，反对以西方为尺度妄断其他国家的历史。世界上发生的历

史事实都是人类“真实的过往”，西方“先进”不能够作为 “中心论”的依据。各国各民族历史都

是在极其特殊的背景下展开的，历史的书写必须表达文明平等的理念。

评价新中国历史，必须提升历史自我意识，构建自主的历史叙事。西方中心史观的词汇概念、

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产生于独特的西方历史语境，总体上无法解释与西方发展模式全然不同的中国

历史。作为西方中心史观的不同翻版，无论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话语体系还是魏特夫的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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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专制主义”历史解构模式，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知模式还是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解释范式，都极大误导了西方对中国的历史认知。如果以西方的历史进步观念来评价新中国历史，

必然面临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悖论。西方历史语境下“野蛮”的中国、“边缘”的中国、“没有
历史”的中国、“文明冲突”的中国、“历史终结”的中国，却拥有 5000 年的历史、未曾断裂的文
明、和谐万邦的记录，开创了新的历史进步之路，以高度的自信走进新时代，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今天，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自我评价与他者评价就不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蓄意兜售各种
“改革药方”，诱导我国“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①; 有人指责我国 “改革是
有选择性的，有些方面的改革是滞后的”; 有人炮制 “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试图推动全盘西
化的司法改革; 有人妄言“混改的方向就是国企私有化”，妄图诱导国企改革方向; 等等。面对这
些噪音杂音，我们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坚决改，不应改的坚决守住”②。改什
么、不改什么，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有底线。我们的改革不是为了迎合某
些人的“掌声”，不能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硬套在自己身上，必须牢牢
把握改革评价的自主权。

总之，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人物也不是任人涂抹的角色。评价新中国历史必须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科学的原则和标准。今天，我们要审慎处理好历史与道德、实
践与本本、总体与个体、效果与动机、成绩与代价、粗细与界线、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科学回应社
会上存在的历史疑问，坚决反对歪曲丑化党史、国史的错误倾向，坚决纠正虚无党史、国史的历史
虚无主义倾向，牢牢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破除迷雾、凝聚共识，为走好新时代的民族复兴之路夯实底座、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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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New China's History
Chen Shuguang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summarize the past objectively and move towards the future by evalua-
ting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correctly． Making a historical assessment，we must follow the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adhere to correct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specifically including unity of the history and
morality，historical standards prior to moral ones，emphasis on moral standards but opposition against moral
determinism; unity of practice and texts，practice standards prior to text ones，emphasis on the authority of
texts，but opposition against right or wrong judgement in terms of texts; unity of collectivity and individuality，
collective standards prior to individual ones，emphasis on individual feelings but opposition against kidnap-
ping by individual opinions; unity of effect and motivation，effect prior to motivation，emphasis on the antici-
pation of action，as well as the effect; unity of achievement and cost，insistence in benefits over cost，gains
over losses，emphasis on the cost of development，minimum cost for maximum development; unity of macro－
micro view and boundary view，unlimitation to historical fragments，emphasis on macro－historical facts，op-
position against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detail determinism; insistence in evaluating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hi-
na，emphasis on western wisdom，opposition against the western－centric view of history．

On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Maoism”
Tao Jiyi

The two scholars，Chen Hong and Lu Xiuling stated that Benjamin Schwartz“created”the concept of
“Maoism”in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titled as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Ｒise of Mao published in 1951．
He further explained this concept in a book titled a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written
and edited with Conrad Brandt and John K． Fairbank in 1952． However，the manuscript of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had been already finished in June 1950，in which the concept of“Maoism”
was used and then appeared in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Ｒise of Mao． Therefore，we can't say that Benja-
min Schwartz“created”the concept of“Maoism”in his book． In fact，the concept was“created”by Fair-
bank． He used the word of“Mao's doctrine”in his book titled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ublished in
1948．“Mao's doctrine”here was an initial form of expression of the concept of“Maoism”． In June 1950，the
manuscript of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edited by Fairbank had been finished． It has al-
ready employed the concept of“Maoism”． Here“Maoism”referred to the former“Mao's doctrine”．

The Limits to Ｒationality: Ｒethinking Neoliberalism and Claiming
the Transcendental Nature of China Model over Neoliberalism

Li Guicai，Dic Lo and Zhao Feng

Neoliberalism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main dynamics of globally systematic expansion of contemporary
monopolistic capitalism． Neoliberalism has gained a pre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worldwide profession of eco-
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making，precisely because it fits well into the interests of such expansion． It can
be postulated that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entails an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ndividualistic ra-
tionality”of monopoly capital，on the one hand，and the“social rationality”of people，on the other hand．
Correspondingly，the problem with neoliberalism is more than its rationality limits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but ones at the level of the world outlook of monopoly capitalism．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eriod
of neoliberalism expanding globally have comparatively strong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which indicates
the transcendence of China model over neoliberalism． However，China is still impacted by the global opera-
tion of neoliberalism． In face of neoliberalist expansion，to rethink neoliberalism is necessary for us to insist in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keep the right direc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China model transcendent over neo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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